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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　突发事件协同研判指不同主体对突发事件形成共同认识的过程.新冠肺炎疫情及我国

近年来发生的若干突发事件均暴露出我国在跨层级协同研判、专家参与协同研判、跨部门协同研判

等方面的短板.本文回顾了心理学、组织研究等领域协同研判研究的进展,梳理了影响突发事件协

同研判的个体、组织内、组织间等不同层次的因素,以及研判理论在身体、情绪、物理环境等方面的

新进展.基于已有文献和多方获取的经验材料凝练出该领域的关键研究议题,包括一线工作人员

风险感知与研判行为研究、专家分布式知识综合研判行为研究、跨部门协同研判行为研究、信息载

体对研判行为影响研究等.在研究方法上,可加大对多模态分析技术等新兴方法的使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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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的现实挑战

突发事件研判指在危机发生前或发展过程中捕

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征兆,从而为采取控

制和减缓措施提供决策依据,避免形势恶化[１].近

年来发生的多起突发事件均暴露出目前研判工作尚

存在问题.例如,２０１４年上海«“１２３１”外滩陈毅

广场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»中明确指出黄浦公安

局“对监测人员流量变化情况未及时研判、预警”,未
能及时疏导人流,导致悲剧发生① .２０１３年«山东省

青岛市“１１２２”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

重大事故调查报告»明确指出“青岛市及开发区管委

会相关部门对事故风险研判失误,导致应急响应不

力”② .
突发事件协同研判则是指突发事件研判过程中

不同主体对事件形成共同认识和能力的过程[２].突

发事件协同研判是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组

成部分,然而目前实务工作中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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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①　EmergencySupportingFunctionAnnexes．(２０１６Ｇ０９Ｇ１３)/[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１０]．http://www．fema．gov/mediaＧlibrary/assets/documents/２５５１２．
②　也有人译为意义生成.
③　也有人译为情景意识或态势感知.
④　意义建构理论与决策研究的区别在于:意义建构(研判活动)更强调决策做出前的信息搜集、分析、理解和行动过程;决策完成后,环境

将会发生变化,又会导致新的不确定性及模糊性,触发新一轮的意义建构活动.在现实中他们是高度相关的,研判活动帮助决策理清问题并尝
试作出回答.

机制和能力[３,４].在２００８年三鹿牌奶粉事件中,卫
生部门在卫生系统内部启动了对患结石病婴儿的调

查,质检、工商等部门也收到了来自消费者对三鹿奶

粉的投诉,但由于缺少部门间综合研判机制,一定程

度上错失了更早干预的时机.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

对也暴露出与SARS、三鹿奶粉事件等突发事件类

似的问题———早期信息不通与综合研判的缺失[２].
一些关键的风险征兆信息受报送制度等因素制约并

未快速进入正式信息渠道.医院、疾控部门、地方政

府、专家等相关主体受到对病毒科学认识与政治等

因素的影响未形成协同研判,引起社会对早期研判

和预警发布工作的质疑[５].
突发事件协同研判同样是国外面临的难题[６８],

也是应急管理能力的核心要素.Boin等将突发事

件研判(Sensemaking)视作危机领导力五项核心任

务之一[９].Flin等将其归为应急指挥中心能力建设

及应急指挥人员选拔的核心技能[１０,１１].英国«消防

与应急救援服务手册»(２００８)将突发事件协同研判

视为消防队长必备能力.美国«国家应急响应框架»
(NationalResponseFramework)列出１５项应急响

应核心功能,其中第五项“信息与计划”功能强调在

突发事件应对中要综合各类信息以形成对情势的整

体判断,进而指导未来的计划与应对① .美国的应

急指挥系统(IncidentCommandSystem)和国家突

发事 件 管 理 体 系 (NationalIncident Management
System)也将建立协同认知模型视为其核心组成部

分[１２１４].欧盟呼吁在应对跨越地域、政策领域的跨

界危机(例如金融危机、流行病、网络恐怖主义等)时
建立信息收集、分析与共享的协同研判机制[１５].

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务工作暴露出的能力短板

要求加强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研究.新冠肺炎疫情爆

发以来,笔者参与了疫情防控决策支持工作,先后访

谈了国家及若干省、地市卫健委相关领导,疫情防控

专家组部分成员以及部分医院领导,加深了对协同

研判实务工作的理解.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

思领域内相关学术文献,总结已经取得的成果及不

足,尝试凝练出协同研判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.

２　研究现状

与突发事件协同研判最为相关的理论是组织研

究领域的意义建构(Sensemaking)理论② 及心理学

和人因工程领域的态势研判(SituationAwareness)
理论③ [１６].后者由 Endsley提出,指个体或组织在

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环境因素的获取、理解以及

对未来预期的过程[１７,１８].态势研判理论重点关注

注意力、压力等个体因素以及工作体系复杂性等系

统因素对工作人员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影响,已在

信息技术、航空安全、军事指挥等领域得以广泛应

用[１９].意义建构理论由 Weick在其著作«组织社会

心理学»(TheSocialPsychologyofOrganizing)中
完整提出,后经不断发展完善,已成为组织理论中一

个重要视角[２０,２１].该理论主要关注个体或组织对

环境中的新奇、不确定、意外或模棱两可的事件给予

释义的过程[２０,２２２４].突发事件动态性和不确定性

恰好满足态势研判以及意义建构理论分析场景的要

求[２５２９].在危机管理工作中研判行为常表现为:危
机中的行动者需要不断回答诸如“到底发生了什么”
“怎么会这样”“还有哪些人会被影响”“怎样来应对

目前的情形”等问题④ .
突发事件的研判主要包括以下环节:(１)捕捉

及认知风险征兆.这一任务主要由一线工作人员完

成,他们扮演着风险信号“守门人”的角色.典型的

一线工作人员有警察、城管、门诊医生、接线员(１１０、

１２３４５、信访热线)[３０]等.(２)风险研判.对于捕捉

到的风险信号,政府部门与专业机构进行理解、分析

与判断.具体需要研判的问题包括:危机爆发的诱

因、现状、走势以及应当采取何种举措等[３１].(３)决

策与行动.针对处理过的风险信息,政府部门根据

不同的组织目标、惯例进行决策,采取行动干预所面

临的突发事件与风险场景.需要说明的是,以上三

个环节并非完全割裂,组织每一次研判与行动都引

起环境的变化,产生新的风险信号.在进行新一轮

研判的同时,前一轮研判行为所形成的经验、组织记

忆会影响新一轮的风险研判行为[３２].
突发事件协同研判涉及行动者之间两个核心的

互动过程,即意义建构与意义给赋(Sensegiving).
意见建构侧重于行动者在危机场景中建立对不确定

性情势的理解与判断,意义给赋强调行动者将建立

起的理解与判断传递给另一行动者的过程[３３３５].图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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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　协同研判过程示意图

展示了意义建构与意义给赋的互动过程:在不确定

情景下,行动者 A需要将建立起的认识传递给行动

者B,行动者B的理解过程则是新一轮的意义建构.
这一过程体现出研判活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认知过

程,也是群体层面的协同过程,协同研判关注个体

(组织)间如何对风险征兆的理解与阐释达成共

识[２４,２６,３３,３６３８].理解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的关键在

于理解其“社会性”:主体之间不断进行意义建构和

意义给赋的互动过程就是协同研判的过程.
本文分别综述个体、组织内、组织间等不同层次

因素对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的影响.

２．１　个体因素

对个体层面认知偏误以及经验和专业技能对研

判影响的理解是研究风险协同研判的基础.个体层

面认知偏误及经验等因素影响了对风险征兆的判

断,进而影响组织成员间对于风险的协同研判,这些

因素的影响甚至会在与其他个体或组织互动时被

放大.

２．１．１　个体认知偏差

认知偏见研究主要采用心理学实验方法探索个

体认知偏见对研判及决策的影响.认知偏见主要有

保守性偏见(即个体更倾向于锚定先期获取的信息

而低估新信息)、肯证偏误(即个体倾向于支持自己

的成见或先期形成的猜想)、可得性偏差(即个体依

赖于最先想到的经验和信息,并乐于据此作出判

断)等[３９４１].
政治心理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在心理学

发现的基础上,根据公共组织和官僚机构的特点进

一步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.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主要

关注领导者的政治决策和情报分析人员的研判.以

Tetlock为代表的学者重点关注了个体极度自信与

缺乏自信、决策僵化偏误[４２,４３]、是否接触核心机

密[４４,４５]等因素对情报研判的影响.从主动干预以

减少行为偏误的角度出发,一些研究尝试通过决策

辅助手段来减少情报分析人员的认知偏误[４６].目

前,该类研究在应急管理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,仅有

Roberts和 Wernstedt等少数学者关注政府部门灾

害预报与研判行为中的认知偏误问题[４７].

２．１．２　经验和专业技能

以GaryKlein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决策(Naturalistic
DecisionMaking)研究者主张跳出实验室,从现实观

察中,特别是在具有紧迫性、目标模糊性、不确定性、
高影响、多重限制的复杂条件下,寻找影响研判的因

素[４１].自然主义决策理论中的识别启动决策模型

(RecognitionＧPrimedDecision Model)挑战了理性

决策模型,指出决策者的经验对突发事件研判和决

策至关重要.经验丰富的决策者能够将突发事件形

势与自身经验库中的既有解释框架进行快速匹配,
因而具有快速评估形势的能力[４８５０].后续自然主义

决策研究逐步探索了影响个体经验获取的诸多因

素,如相关教育与培训、经历、叙事等[５１,５２].该理论

模型已应用于分析消防员、军事指挥官等危机研判

行为,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、以色列等国军队的演

练与培训.

２．２　组织内部因素

已有研究认为群体偏误、领导与成员互动模式、
组织惯例及组内政治等因素都对不确定性情景下组

织成员间协同研判产生影响,影响机制包括能否容

纳成员间的相异阐释、能否突破既有认知与解释框

架形成新的共同认识、能否实现主体之间信息共

享等.

２．２．１　群体偏误

除了个体层面认知偏误之外,群体层面也存在认

知偏误,最为典型的偏误为群体迷思(Groupthink).
群体迷思指团体成员在协同研判时容易受到群体

压力而刻意使自己的观点与整体保持一致,压制相

异阐 释 的 提 出,导 致 组 织 产 生 “虚 假 的”研 判

共识[５３５５].

２．２．２　互动模式

已有研究根据领导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意义

建构中对组织的影响程度,识别了四种意义建构的

模式:指导型意义建构,即领导者始终对各种环境变

动给予解读和指导,组内成员在其指导下也积极配

合,双方共同对环境变动做出阐释;分散型意义建

构,即领导者不给出指导和协调,主要由各利益相关

者给出各自的阐释;限制型意义建构,即领导者对变

动提出解释后,利益相关者不做调整并完全接受领

导者的阐释;最小化意义建构,即领导者和利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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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均不主动做出阐释,而是等待对方给予阐释[３３].
不同的意义建构模式体现了领导者与组织成员在协

同研判过程中的不同关系.

①　分布式认知(DistributedCognition)最早由 Hutchins在１９９５年提出.Hutchins借海员航行的观察记录,发现同一所船上分工不同的
海员对环境因素掌握的认知有所差异,基于此发展了分布式认知这一概念[６５].

２．２．３　培训及组织惯例

专业训练或组织惯例(包括应急预案)可能会使

组织成员不敢打破惯例来采纳个别成员提出的相异

阐释[３２,５６].Weick在其对美国曼恩峡谷火灾的经

典研究中发现,１５名消防员受培训的影响,在大火

扑来时不愿丢弃其装备和工具来逃生.这是因为当

时消防培训要求消防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其装备

和工具,而有经验的领队 Wag则选择新的意义建构

策略,打破常规将其周围的灌木毛草等可燃物事先

烧掉,留下逃生的缓冲区,并命令其他１５名消防员

打破常规来自救.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接纳这个相异

阐释,未能建构新的、符合实际情况的协同研判而最

终殉职[２５].Keller等对 H１N１响应的研究也表明,
预案提供的既有解释框架因无法涵盖 H１N１疫情演

化的新情况使得不同主体之间信息沟通受阻,阻碍

了美国政府对疫情发展的研判[５７].吕孝礼对美国

四个公共组织在四起巨灾案例中研判行为的比较分

析也验证了组织打破惯例的难度,研究发现组织成

员在危机爆发之初都倾向于使用组织惯例做出研

判[５８].这也与组织在面对威胁时所呈现出的僵化

效应(ThreatＧRigidityEffects)发现一致,即组织在

面对威胁时更倾向于依赖其习惯行为[５９].在挑战

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悲剧中,美国航天局逐渐形成

了“异常现象正常化”(NormalizationofDeviance)
的惯例,即 组 织 逐 步 将 未 报 告 异 常 正 常 化 视 为

惯例[３１,６０].

２．２．４　组内政治

一些突发事件案例研究表明管理层不恰当的运

用权力,压制一线员工提出相异阐释,是导致灾难发

生的重要原因.如１９８４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

故、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等危机事件均体现出

这一点[６１,６２].也有研究发现消防指挥中心接线员

与现场消防人员之间的组内政治对组内协同研判产

生负面影响[６３].目前多数研究选择从认知和沟通

的角度出发,对政治和权力等因素在协同研判中的

作用关注较少[６４].

２．３　组织间因素

组织间在信息、文化、惯例、认知框架以及组织

目标之间的差异使得不同组织之间的协同研判过程

充满挑战.分布式认知的视角为理解这些差异提

供了理论工具① .由于协同研判涉及单个组织在

不同环境中分别研判及组织间综合的过程,这一研

判过程也被称为“分布式意义建构”(Distributed
Sensemaking)[６６].Weick曾以美国西尼罗病毒为

例,揭示了在疫情面前美国疾控预防中心和纽约市

卫生部之间缺乏沟通,导致各自对疫情的认知不一

致,没有形成对疫情风险的有效判断[６６].Mills和

Weatherbee通过对加拿大台风Juan应对过程的分

析,发现军队、警察、消防等组织间的身份认知、惯例

等差异都阻碍组织间形成对形势的共同理解[６７].

Dunbar和 Garud以分布式知识的视角对哥伦比亚

航天飞机事故中 NASA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,
在 NASA这个专业化的组织中分别形成了追求安

全(避免事故)或效率(例如按时发射、节约成本等)
两种文化.在面临情景不确定与模糊性时,这两种

文化的冲突对群体协同研判带来挑战[６２].在美国

应对 H１N１流感的过程中,信息与应对的分散极大

地影响了疫情应对的效率[５７].
此 外,部 分 研 究 关 注 组 织 间 跨 界 工 作 者

(BoundarySpanner)的研判活动.跨界工作者扮演

组织间协同研判中介与桥梁的角色,发挥促进组织

间信息交流、资源置换、弥合分歧、达成协作的功

能[６８].该群体设立的方式、对信息以及人际关系的

处理能力等都会影响组织间协同研判行为[６９７１].

２．４　研判理论新进展
研判行为发生在客观的物理环境中,研判者的

身体感受、情绪变化以及所处的物理环境等都会对

研判行为产生影响.部分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这些

因素.

２．４．１　身体感受

身体感官是行动者获取环境信息的媒介,因此研

判活动与身体感受密不可分.Rond等基于在亚马逊

河漂流的经历,阐释了自己的身体感受对于其研判

的影响,例如通过手来感受水的流向,身体严重受伤

使得其不能正常进行研判活动等[７２].

２．４．２　情绪

著名灾害社会学家 Quarantelli很早开始关注

突发事件中人们的恐慌情绪[７３].在协同研判的研

究中情绪逐渐成为关注的重要维度[７４].Cornelissen
等以荷兰发生的一起错杀平民案为例,展示了在研

判过程中紧张的情绪更加强化了反恐警员先前的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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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框架,使得他们错把一位普通公民视为恐怖分子[７５].

２．４．３　物理环境

协同研判活动发生在特定的物理环境中,物理环

境的变化(如温度、光线等)影响研判活动的开展[７６].
目前身体感受、情绪、物理环境等新视角较少研

究突发事件与危机场景,而危机场景为拓展这些新视

角提供了具有不确定性、模糊性以及紧迫性的场景.

２．５　小结

总体来看,国外研判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仅关

注认知因素到多种因素并重,也开始关注物理环境、
情绪变化等人们的切身体验;分析层次由个体到群

体及多组织并存的变化过程.已有成果为后续研究

提供了基础,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:
从理论角度看,国外已有大量突发事件协同研

判的深度案例研究,这些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丰富

的理论储备和相关假设.然而,基于个案的探索研

究尚需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研究来分析研判行为的

一般规律.同时许多问题值得探讨:影响不同参与

主体对同一事件研判差异的因素仍待挖掘;缺少对

主体间互动的追踪和集成分析,特别缺乏对互动情

境要素、情绪、身体、技术等因素对研判影响的分析.
从研究对象看,目前研究对政府内部一线操作

人员、高级别官员、专家等群体缺乏足够的关切.
从数据来源看,获取突发事件真实场景下的研

判行为数据仍对研究者构成较大挑战.一方面,由
于突发事件偶发性、突发性等特征,很难在事件爆发

后开展观察并获取一手材料.另一方面,由于涉密

等原因部分突发事件的决策与沟通过程难以向研究

者开放.不少研究借助情景模拟演练获取危机情景

下的研判行为数据,这是目前获取较大样本量的一种

折中方式.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,以美国陆军行为和

社会科学研究院及瑞典国防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

为了弥补难以捕捉真实作战中决策和研判行为的难

题,开始从情景模拟和桌面演练中提取指挥人员研判

和决策的行为数据[７７,７８],这可为我们提供借鉴.
虽然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研判相关研究,但中

国情景下的协同研判研究刚刚起步,还有很多空白

需要填补.目前仅有少量研究对此领域作了综述和

推介,且集中在商业管理和心理学领域[７９],实证研

究极度缺乏.例如韩玉兰的博士论文是少数关注企

业研判的实证研究[８０].她关注中国企业中层管理

者对其工作角色及环境的意义建构,并对意义建构

进行了初步测量,进而归纳出意义建构在中国企业

情境的具体表现,为开展危机情境中政府部门研判

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.

３　面向未来的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研究:关键

科学问题

　　综合既有研究的不足及我国协同研判实务工作

所面临的挑战,本部分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究的关

键科学问题.以某一突发事件信息在政府体系中的

流转为线索,突发事件协同研判可包括以下核心环

节:(１)一线人员对突发事件风险征兆的研 判;
(２)领导者根据一线人员风险信息报告所开展的研

判;(３)专家与领导者开展的协同研判;(４)多部门

领导者就同一突发事件开展的协同研判(图２所示).

图２　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示意图①

① 山东大学马永驰教授对此图亦有贡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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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１　一线人员风险感知与研判行为研究

接线员、医护人员、执法队员等一线人员是突发

事件风险征兆信息进入政府体系的第一道门槛.以

１１０接线员为例,１１０接警员面对大量的无效报警,
在接听报警电话过程中需要克服缺乏面对面交流的

限制,从报警人的语言表述、情绪、非语言线索(例如

报警人周围环境噪音)中提取突发事件的风险征兆,
建立起与报警人的协同研判[８１,８２].之后,接线员需

要将风险研判结果汇报给负责民警,并与民警建立

起针对突发事件的协同研判.此外,关注一线工作

人员风险研判有助于建设风险信息多点触发机制、
综合监测机制等信息报送机制.以 P２P爆雷事件

为例,常规的政府体系日报、周报、月报等研判机制

未在事件中发挥应有的预警作用,而一线工作人员

如１１０接警员事前已通过公众报警而感知到风险的

存在.以类似的一线人员研判过程为研究对象,未
来可关注以下关键科学问题:

第一,提取一线人员研判能力的通用构成要素

以及特定场景所需要的特殊构成要素.可通过参与

式观察、实地实验、视频分析、会话分析等方法,对一

线工作人员与公众的互动过程深入剖析,进而归纳

整理一线人员研判能力要素.
第二,一线人员风险研判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.

未来可在对普通人群认知偏误及自然主义决策研究

的基础上,继续探索一线专业人员在突发事件风险

研判中的认知偏误,并检验个人经验、技术设备、组
织文化等因素对一线专业人员与公众协同研判过程

的影响.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,一线医护人员

在传染病爆发早期面临诊断的不确定性[８３],可通过

实验设计,分析同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工作

经验差异、学历背景差异、认知偏误差异对医护人员

异常信号研判差异的影响.
第三,一线人员与中层管理者协同研判问题.

可以关注不确定场景下一线人员与中层领导建立共

识的过程,重点关注责任分配、领导风格等因素对双

方研判互动的影响.

３．２　专家参与综合研判行为研究

复杂的突发事件应对依赖专家研判为决策者提

供支持.已有应急体系或多或少引入了专家组的制

度设计.然而,一些部门应急管理专家组的设立、遴
选、分工、终结和交接并未体现出明确的工作机制和

工作原则.专家组成立后,专家会商的工作机制同

样缺少必要的机制设计,如讨论原则、责任分担机制

等.这些问题制约了专家在突发事件研判中作用的

发挥.
同时,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复杂与精细的学科

与专业划分,导致专家对复杂突发事件的认识更多

停留在某个局部专业领域.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,
病毒研究、呼吸科、中医、流行病学以及管理和法律

专家都对疫情有着基于其认知和自身知识体系做出

的分布式判断.综合汇总分布式专业知识进而形成

对疫情防控综合形势的协同研判是专家辅助决策的

核心挑战.
此外,专家协同研判还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挑

战.新冠肺炎疫情早期,专家指导组在地方开展工

作时依赖地方政府提供信息.不同层级专业机构之

间存在掌握信息与业务能力不匹配的问题:行政层

级较低的专业机构能够掌握一手信息,但其研判工

作往往受到专业能力水平限制;行政层级较高的专

业机构业务水平较高,但掌握的信息依赖下级报送,
信息丰富性也会制约其研判工作.

基于上述问题,未来的研究可围绕专家之间以

及专家与行政官员之间的协同研判展开,重点关注

以下关键科学问题:
第一,专家组内部的协同研判问题.未来研究

可以以解决分布式专业知识的综合研判为重点,以
专家群组讨论和书面政策建议汇总为典型场景.对

群组讨论场景的探索可主要检验不同的专家遴选机

制、群组发言机制(如明星专家发言顺序与风格)、责
任划分机制对分布式专业知识综合研判的影响;对
书面政策建议汇总场景中的综合研判可主要检验

建议方 法、信 息 报 送 渠 道 等 对 综 合 研 判 结 果 的

影响.
第二,专家与政府官员协同研判问题.专家与

行政领导间协同研判可重点关注专家技术判断与行

政领导综合研判之间的分歧以及建议采纳机制设计

(上报建议的方法、渠道、领导个人偏好等)对协同研

判结果的影响.尤其需要关注指导组到地方政府开

展工作这一场景下,专家如何克服与地方政府协同

研判中信息不对称的挑战,以及如何克服跨层级协

同研判能力与信息丰富性不匹配的困境等问题.

３．３　跨部门协同研判行为研究

突发事件征兆进入政府体系之后,征兆信息的

纵向和横向流转给跨部门间的协同研判带来挑战.
我国应急实践中涉及诸多跨部门协作场景,如各级

应急指挥部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,以及援鄂医疗队、
方舱医院等,均可作为未来关注的典型场景.未来

研究可在该类典型场景下重点关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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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间的横向协同研判

问题.可重点关注不同部门专业差异、风险认知差

异、目标冲突及关系冲突等因素对协同研判的影响;
跨部门协作机制(如派驻、协商决策、参与绩效互评

等)对协同研判效果的影响.
第二,上下级应急指挥部门间协同研判问题.

可重点关注突发事件信息专报、领导批示等跨层级

信息流转过程中,领导过往经验差异等因素对上下

级协同研判的影响.
第三,临时性组织协同研判问题.针对方舱医

院、援鄂医疗救援队等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组织,未来

的研究可着重探索不同部门如何在短时间内克服组

织间差异、快速达成互信并开展协同研判,以及影响

临时性组织协作的因素.

３．４　信息载体对协同研判的影响研究

研判所依赖的信息通过不同的载体在流转,如
信息专报和领导批示等文本信息、以电话沟通为代

表的语音信息、以视频会商以及面对面沟通为代表

的多模态信息.不同类型的信息载体、主体间沟通

方式的差异会对协同研判产生不同影响.以突发事

件应急指挥为例,后方指挥部仅通过前方的电话信

息、文本信息和零散的视频信息难以体会到前线灾

情的严重程度,不同信息载体带来的个人体验差异

可能影响前后方协同研判进程.
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不同模态信息及沟通方式

如何影响协同研判结果.在未来的研究中特别需要

关注协同研判沟通中的多模态(Multimodality)特
征[８４],即协同研判各主体综合使用语音、语调、手
势、姿势、表情、身体距离、眼神、周围的物质等不同

模态信息表达意义的过程.随着通讯设备的升级换

代,视频作为信息载体被更加广泛地使用,未来可借

助视频数据来更好地分析研判行为[８５,８６].

４　结论与展望

本文回顾了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研究进展,梳理

了影响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的个体、组织内、组织间因

素,以及该领域在身体、情绪、物理环境等方面的最

新研究进展.在既有研究及我国突发事件协同研判

实践挑战的基础上,本文提出了未来值得关注的关

键科学问题,希望能够为揭开危机协同研判的黑箱

提供启示.
未来需要结合我国研判工作实际,从多个方向

推进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研究.针对一线人员,需要

探索建立高效的一线人员研判机制,以及一线与中

层工作人员协同研判机制;针对专家,需要探索建立

科学的专家遴选机制、专家间信息共享机制以及专

家与行政官员沟通机制,以实现分布式专业知识的

有效整合;针对跨部门协同研判,需要探索如何打破

专业知识与信息壁垒.在研究数据获取方面,未来

可增加对视频数据的获取及使用.
我国协同研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,仍存在较

大的创新空间.需要学者凝练出更多符合中国情景

的研究问题,为完善突发事件协同研判机制作出

贡献.

参 考 文 献

[１] 闪淳昌,薛澜．应急管理概论:理论与实践．北京:高等教育

出版社,２０１２．

[２] LuX,XueL．Managingtheunexpected:senseＧmakingin

the Chines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． Public

Administration,２０１６,９４(２):４１４—４２９．

[３] 刘铁民．重大事故应急指挥系统(ICS)框架与功能．中国安

全生产科学技术,２００７,３(２):３—７．

[４] 闪淳昌,周玲,钟开斌．对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

考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,２０１１,(１):８—１２＋２１．

[５] 薛澜．科学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———聚焦公共卫生事件中

的风险研判机制．科学学研究,２０２０,３８(３):３８５—３８７．

[６] RimstadR,NjaO,RakeEL,etal．Incidentcommandand

informationflowsin alargeＧscale emergency operation．

JournalofContingenciesandCrisisManagement,２０１４,２２

(１):２９—３８．

[７] CrichtonMT,LaucheK,FlinR．Incidentcommandskillsin

themanagementofanoilindustrydrillingincident:acase

study．JournalofContingenciesand Crisis Management,

２００５,１３(３):１１６—１２８．

[８] CombeIA,Carrington DJ．Leaderssensemaking under

crises:emerging cognitive consensus over time within

managementteams．TheLeadership Quarterly,２０１５,２６

(３):３０７—３２２．

[９] Boin A,Stern E,Sundelius B． The politics ofcrisis

management:publicleadershipunderpressure．Cambridge,

UK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６,４１:４５７—４６０．

[１０]Flin R, Oconnor P, Mearns K． Crew resource

management:improving team work in high reliability

industries． 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: An

InternationalJournal,２００２,８(３/４):６８—７８．

[１１]FlinRH,SlavenGM．Identifyingtherightstuff:selecting

andtrainingonＧsceneemergencycommanders．Journalof

ContingenciesandCrisisManagement,１９９５,３(２):１１３—

１２３．



　

　７００　　 中　国　科　学　基　金 ２０２０年

[１２]BigleyGA,RobertsKH．Theincidentcommandsystem:

highＧreliability organizing for complex and volatile task

environments．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,２００１,４４

(６):１２８１—１２９９．
[１３]BuckDA,TrainorJE,AguirreBE．Acriticalevaluationof

theincident command system and NIMS．Journal of

HomelandSecurityandEmergency Management,２００６,３

(３):１—２７．
[１４] MoynihanDP．Thenetworkgovernanceofcrisisresponse:

casestudiesofincidentcommandsystems．JournalofPublic

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,２００９,１９(４):８９５—

９１５．
[１５]BoinA,RhinardM,EkengrenM．Managingtransboundary

crises:theemergenceofEuropeanUnioncapacity．Journal

ofContingenciesand Crisis Management,２０１４,２２(３):

１３１—１４２．
[１６]SorensenLJ,StantonNA．IsSAsharedordistributedin

teamwork? Anexploratorystudyinanintelligenceanalysis

task．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Ergonomics,２０１１,

４１(６):６７７—６８７．
[１７]Endsley MR．Towardatheoryofsituationawarenessin

dynamicsystems．HumanFactors,１９９５,３７(１):３２—６４．
[１８]EndsleyMR．Designandevaluationforsituationawareness

enhancement．Proceedingsofthe Human FactorsSociety

AnnualMeeting,１９８８,３２(２):９７—１０１．
[１９] 杨家忠,张侃．情境意识的理论模型、测量及其应用．心理

科学进展,２００４,(６):８４２—８５０．
[２０] WeickKE．Thesocialpsychologyoforganizing．NewYork:

Random House,１９７９．
[２１] 卡尔维克．组织社会心理学．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

社,２００９．
[２２] Weick KE．Sensemakinginorganizations．London:Sage

Publications,１９９５．
[２３] WeickKE．Dropyourtools:anallegoryfororganizational

studies．AdministrativeScience Quarterly,１９９６,４１(２):

３０１—３１３．
[２４] WeickKE,SutcliffeKM,ObstfeldD．Organizingandthe

processofsensemaking．OrganizationScience,２００５,１６(４):

４０９—４２１．
[２５] WeickKE．Thecollapseofsensemakinginorganizations:

theMannGulchdisaster．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,

１９９３,３８(４):６２８—６５２．
[２６] WeickKE,RobertsKH．Collectivemindinorganizations:

heedfulinterrelatingonflightdecks．AdministrativeScience

Quarterly,１９９３,３８(３):３５７—３８１．
[２７]Pearson CM,Clair JA． Reframing crisis management．

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,１９９８,２３(１):５９—７６．
[２８] MaitlisS,SonensheinS．Sensemakingincrisisandchange:

inspirationandinsightsfrom Weick (１９８８)．Journalof

ManagementStudies,２０１０,４７(３):５５１—５８０．

[２９]HarraldJ,Jefferson T．Sharedsituationalawarenessin

emergency management mitigation and response．

Proceedingsofthe２００７４０th AnnualHawaiiInternational

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(HICSS０７), IEEE

ComputerSociety,２００７．

[３０] 张海波．信访大数据与社会风险预警．学海,２０１７,(６):

１０１—１０８．

[３１]VaughanD．ThetrickleＧdowneffect:policydecisions,risky

work．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,１９９７,３９(２):８０—

１０２．

[３２] MaitlisS,Christianson M．Sensemakinginorganizations:

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． The Academy of

ManagementAnnals,２０１４,８(１):５７—１２５．

[３３] Maitlis S．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

sensemaking．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,２００５,４８

(１):２１—４９．

[３４]GioiaDA,ChittipeddiK．Sensemakingandsensegivingin

strategicchangeinitiation．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,

１９９１,１２(６):４３３—４４８．

[３５]DixonDP,WeeksM,BolandR,etal．Makingsensewhen

it matters most:an exploratory study ofleadershipin

extremis．JournalofLeadership & OrganizationalStudies,

２０１７,２４(３):２９４—３１７．

[３６]Currie G, Brown AD． A narratological approach to

understandingprocessesoforganizingina UK hospital．

HumanRelations,２００３,５６(５):５６３—５８６．

[３７]BaberC,McmasterR．Graspingthemoment:sensemaking

inresponsetoroutineincidentsandmajoremergencies．Boca

Raton:CRCPress,２０１６．

[３８] MerkusS, Willems T,Schipper D,etal．A storm is

coming? CollectivesensemakingandambiguityinaninterＧ

organizationalteam managingrailwaysystem disruptions．

JournalofChangeManagement,２０１６,１７(３):２２８—２４８．

[３９]Kahneman D． Thinking, fast and slow． London:

Macmillan,２０１１．

[４０]TverskyA,KahnemanD．Prospecttheory:ananalysisof

decisionunderrisk．Econometrica,１９７９,４７(２):２６３—２９１．

[４１]KahnemanD,KleinG．Conditionsforintuitiveexpertise:a

failuretodisagree．AmericanPsychologist,２００９,６４(６):

５１５—５２６．

[４２]FryerJrRG,LevittSD,ListJ,etal．Enhancingtheefficacy

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: a field

experiment．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,２０１２．

[４３]DhamiMK,MandelDR,MellersBA,etal．Improving

intelligenceanalysiswithdecisionscience．Perspectiveson

PsychologicalScience,２０１５,１０(６):７５３—７５７．

[４４]LernerJS,Tetlock PE． Accounting forthe effects of

accountability．PsychologicalBulletin,１９９９,１２５(２):２５５—

２７５．



　
第３４卷　第６期 吕孝礼等:突发事件协同研判行为研究:研究进展与关键科学问题 ７０１　　 　

[４５]TetlockPE．Expertpoliticaljudgment:How goodisit?

How can we know?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

Press,２０１７．

[４６]CookMB,SmallmanHS．Humanfactorsoftheconfirmation

biasinintelligenceanalysis:decisionsupportfromgraphical

evidencelandscapes． Human Factors．２００８,５０ (５):

７４５—７５４．

[４７]RobertsPS,WernstedtK．Decisionbiasesandheuristics

amongemergencymanagers:justlikethepublictheymanage

for? TheAmericanReviewofPublicAdministration,２０１９,

４９(３):２９２—３０８．

[４８]KleinG．Sourcesofpower:How people makedecisions．

Cambridge,Massachussets:MITPress,１９９９．

[４９]LipshitzR,KleinG,CarrollJS．Introductiontothespecial

issue． Nat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

decisionmaking:exploringtheintersections．Organization

Studies,２００６,２７(７):９１７—９２３．

[５０]LipshitzR,Klein G,OrasanuJ,etal．Takingstockof

naturalisticdecisionmaking．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

Making,２００１,１４(５):３３１—３５２．

[５１]Taber N,Plumb D,Jolemore S． “Grey”areas and

“Organized Chaos”in emergency response．Journal of

WorkplaceLearning,２００８,２０(４):２７２—２８５．

[５２] WolbersJ,BoersmaK．Thecommonoperationalpictureas

collectivesensemaking．JournalofContingenciesandCrisis

Management,２０１３,２１(４):１８６—１９９．

[５３]Janis IL． Groupthink: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

decisionsandfiascoes．Boston:HoughtonMifflin,１９８２．

[５４]tHartP．Groupthinkin government:astudy ofsmall

groupsandpolicyfailure．Lisse,Netherlands:Swets &

ZeitlingerPublishers,１９９０．

[５５]KelmanS,SandersR,PanditG．“TellItLikeItIs”:

decisionmaking,groupthink,anddecisivenessamongU．S．

federalsubcabinetexecutives．Governance,２０１７,３０(２):

２４５—２６１．

[５６]SandbergJ,TsoukasH．Makingsenseofthesensemaking

perspective:itsconstituents,limitations,andopportunities

forfurtherdevelopment．JournalofOrganizationalBehavior,

２０１５,３６(S１):S６—S３２．

[５７]KellerAC,AnsellCK,Reingold AL,etal．Improving

pandemicresponse:asensemakingperspectiveonthespring

２００９ H１N１pandemic．Risk,Hazards & CrisisinPublic

Policy,２０１２,３(２):１—３７．

[５８]LuX．Managinguncertaintyincrisis:exploringtheimpact

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．

Singapore:Springer,２０１７．

[５９]Staw BM,Sandelands LE,Dutton JE．Threatrigidity

effectsin organizationalbehavior:a multilevelanalysis．

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,１９８１,２６(４):５０１—５２４．

[６０]Vaughan D．The Challengerlaunch decision．Chicago:

UniversityofChicagoPress,１９９７．
[６１] WeickKE．ReflectionsonenactedsensemakingintheBhopal

disaster．Journalof ManagementStudies,２０１０,４７(３):

５３７—５５０．
[６２]Dunbar RLM, Garud R． Distributed knowledge and

indeterminatemeaning:thecaseofthe Columbiashuttle

flight．OrganizationStudies,２００９,３０(４):３９７—４２１．
[６３]LandgrenJ．Supportingfirecrewsensemakingenrouteto

incidents．InternationalJournalofEmergencyManagement,

２００５,２(３):１７６—１８８．
[６４]SchildtH,MantereS,CornelissenJ．Powerinsensemaking

processes．OrganizationStudies,２０２０,４１(２):２４１—２６５．
[６５]Hutchins E． Cognition in the wild． Cambridge,

Massachussets:MITpress,１９９５．
[６６] Weick KE． Managing the unexpected: complexity as

distributed sensemaking． Uncertainty and Surprise in

ComplexSystems,２００５:５１—６５．
[６７] MillsJH, Weatherbee TG． Hurricanes hardly happen:

sensemakingasa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organizational

disasters．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, ２００６, １２ (３):

２６５—２７９．
[６８]Quick KS, Feldman MS． Boundaries as junctures:

collaborativeboundaryworkforbuildingefficientresilience．

Journal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,

２０１４,２４(３):６７３—６９５．
[６９]LangleyA,LindbergK,MørkBE,etal．Boundarywork

among groups, occupations, and organizations: from

cartography to process．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

Annals,２０１９,１３(２):７０４—７３６．
[７０]Kapucu N． Interagency communication networks during

emergencies．TheAmericanReviewofPublicAdministration,

２０１６,３６(２):２０７—２２５．
[７１] Williams P． The competent boundary spanner．Public

Administration,２００２,８０(１):１０３—１２４．
[７２]deRondM,HolemanI,HowardＧGrenvilleJ．Sensemaking

from the body:an enactiveethnography ofrowingthe

Amazon．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,２０１９,６２(６):

１９６１—１９８８．
[７３]Quarantelli EL．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panic．

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,１９５４,６０(３):２６７—２７５．
[７４] MaitlisS,Vogus TJ,Lawrence TB．Sensemaking and

emotion in organizations．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

Review,２０１３,３(３):２２２—２４７．
[７５]CornelissenJP,MantereS,VaaraE．Thecontractionof

meaning:thecombinedeffectofcommunication,emotions,

andmaterialityonsensemakingintheStockwellshooting．

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,２０１４,５１(５):６９９—７３６．
[７６] Whiteman G, Cooper WH． Ecological sensemaking．

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,２０１１,５４(５):８８９—９１１．



　

　７０２　　 中　国　科　学　基　金 ２０２０年

[７７]Jensen E． Sensemaking in military planning: a

methodological study of command teams． Cognition,

Technology& Work,２００９,１１(２):１０３—１１８．

[７８]ShoreJ,Bernstein E,Lazer D．Factsandfiguring:an

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

performanceininformationandsolutionspaces．Organization

Science,２０１５,２６(５):１４３２—１４４６．

[７９] 林海芬,苏敬勤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视角与方法综

述．研究与发展管理,２０１４,２６(２):１１０—１１９．

[８０] 韩玉兰．中国情境下的意义建构:中层管理者的管理觉知及

其影响．北京大学,２０１０．

[８１]CromerJD,BrewsterJ,Fogler K,etal．９１１ callsin

homicidecases:whatdoestheverbalbehaviorofthecaller

reveal?．JournalofPoliceandCriminalPsychology,２０１９,

３４(２):１５６—１６４．

[８２]SvenssonM,HällgrenM．Sensemakinginsensorydeprived

settings:theroleofnonＧverbalauditorycuesforemergency

assessment．EuropeanManagementJournal,２０１８,３６(３):

３０６—３１８．

[８３]BlattR,ChristiansonMK,SutcliffeKM,RosenthalMM．A

sensemakinglensonreliability．JournalofOrganizational

Behavior,２００６,２７(７):８９７—９１７．

[８４]NorrisS．Analyzing multimodalinteraction:a methodological

framework．NewYork:Routledge,２００４．

[８５] 吕孝礼,朱宪．答沃尔多之问: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挑战与未

来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,２０１９,８(４):５４—６４．

[８６] 吕孝礼,朱宪,徐浩．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

(２０１２—２０１６):进展与反思．公共行政评论,２０１９,１２(１):

１６９—１９６＋２１６．

JointCrisisSensemaking:AReviewandResearchAgenda

LyuXiaoli１　　FuShuaize１　　ZhuXian１,２　　XueLan１∗

１．CenterforCrisisManagementResearch,TsinghuaUniversity,Beijing,１０００８４

２．DesautelsFacultyofManagement,McGillUniversity,Montreal,H３A１G５

　　∗ CorrespondingAuthor,Email:xuelan＠tsinghua．edu．cn

Abstract　Jointcrisissensemakingreferstotheprocessofbuildingcommonoperationalpictureamong
variousstakeholdersincrisismanagement．Wehaveobservedthreetypesoffailuresofjointsensemakingin
suchemergencyresponsesasthecoronaviruspandemic:afailureofjointsensemakingbetweencentraland
localgovernments,afailureofjointsensemakingbetweendecision makersandadvisors,oralackof
commonoperationalpictureamonghorizontalagencies．Thispaperaimstoprovidealiteraturereviewof
crisissensemakingresearchinpsychologyandorganizationstudies．Wesynthesizedmajorfindingsonthe
determinantsofjointsensemakingattheindividuallevel,intraＧandinterＧorganizationallevelandrecent
progressofemergingthemessuchasembodiment,emotion,andsocialmateriality．Basedontheliterature
reviewandfieldstudies,wecallforattentiononthefollowingthemes,includingfrontline workers
sensemaking,distributedexpertiseincollectivesensemaking,jointＧsensemakingamong heterogenous
governmentalagencies,effectsofdifferentinformation mediaonjointsensemaking．Withrespectto
methods,futureresearchcoulddrawondiversemethodssuchasmultimodaldataanalysis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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